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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

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组态分析
———来自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证据

徐旭初，杨　 威

摘　 要：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现实课题。 本文立足县域，引
入“跨边界发展”视角构建研究框架，结合 ＱＣＡ 和 ＮＣＡ 方法，对乡村数字经济组态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必

要性与充分性两种复杂因果关系进行探究。 研究认为：首先，所有前因条件均不是产生高共同富裕水平的必

要条件；其次，本文发现了产生高共同富裕水平的 ５ 类乡村数字经济组态，体现了浙江省不同县域提高共同富

裕水平的多元路径；最后，本文结合典型案例的多重定性材料进行讨论，提炼出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

实现机制，发现乡村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跨物理边界、跨场景边界和跨产业边界，以数实融合提高共同富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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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

攀升，其“加速器”作用愈发突出，并凭借自身的

可再生性、普惠性、高渗透性等特质在农业农村领

域交叉融合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１］ ，由此演化

出乡村数字经济，并在促农增收、推动城乡协同发

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实践［２］ 。 乡村数字经

济为农业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机会，同时也与共同

富裕的契合性逐渐增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随之加

深。 因此，针对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这一主

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目前，有关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研

究，多以省域尺度或地市尺度为主。 然而，本文认

为应高度重视以县域为载体的乡村数字经济实

践，原因在于：县域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最佳地

域单元。 一是县域作为链接乡村与数字经济的经

济共同体，其贴近乡村，但又拥有保障乡村与数字

经济跨界融合而必需的自主决策权和能动性，以
保证现有资源的整合和相关政策的转化；二是县

域作为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单元，具备

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所需的城与乡

的要素、现代与传统的要素、中心与边缘的要素。
另外，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单一因素对共同富裕的

影响研究，如数字技术或数据要素，而提升共同富

裕水平的过程十分复杂，并非由某一因素独立主

导［３］ 。 鉴于此，本文以县域为研究尺度，摒弃既

往研究专注于单一因素分析（线性回归）的研究

范式，转而立足于县域自身基础及各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存在的系统差异，构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

框架对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复杂因果关

系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深入探究不同县域乡

村数字经济要素的联动匹配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

的影响，进而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乡村数字经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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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条件中是否存在产生高共同富裕水平的必要条

件？ 若存在，该前因条件需发挥多大作用？ 乡村

数字经济何以充分产生高共同富裕水平？ 其背后

的实现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致力于为乡村数字经

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框架

受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影响，乡村较城市而

言，不仅受限于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迟滞、内
生发展动力不足等现实桎梏，更关键的是其产业

发展的相关边界较为封闭，严重制约乡村经济社

会发展，阻碍共同富裕的推进。 为此，本文基于跨

边界发展视角，结合组织社会学理论中的边界概

念进行研究，以期为乡村经济的跨域发展和共同

富裕提供理论支持及实践指导。 著名组织社会学

家 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４）指出，边界是组织与其周周环境之

间的界限［４］ 。 实施边界跨越的两大核心要件是：
边界跨越者（推动跨越边界行为的核心主体［５］ ）
和边界跨越载体（承载边界跨越行为的客体［６］ ）。
一般而言，在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

中，县域政府及相关数字经济主体是主要的边界

跨越者，乡村产业则作为边界跨越载体。 边界跨

越者凭借大量用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数字资金投

入和数字设施建设，利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构建

了乡村跨边界发展网络，以数字农业、数字金融、
数字物流和数字电商为边界跨越载体，积极突破

物理边界、场景边界和产业边界，使数据要素和数

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实体经济，促进数实融

合，实现共同富裕。
（一）边界跨越者

边界跨越者包括数字设施和数字资金 ２ 个前

因条件，是推动跨越行为的核心力量，其常通过多

要素联系的方式，构建跨边界发展网络［７］ 。 边界

跨越者利用大量用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数字资

金，完善数字设施建设，使数据成为一种将现有农

业生产要素进一步联系起来的桥梁型生产要素，
并使各类生产要素维持在一个科学合理的相对禀

赋状态，以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各类生

产要素价值倍增的作用。 同时，数字资金还为农

业引进了数字技术，缓解农业生产落后的现状，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农业降本增效，进而提升共同

富裕水平。 从县域政府到乡村数字经济参与者等

边界跨越者借助数字设施和资金，因地制宜推进

乡村数字化改造。 数字设施不仅是基础设施，更
是信息流动及要素整合的核心管道，能够有效促

进数字资金的高效使用，使数据要素有效转化为

可操作的生产力。 同时，边界跨越者可进一步优

化资源配置，借助数字技术打破传统边界限制，创
造出新的价值链条，有利于提高资源投入产出比，
增强乡村数字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二）边界跨越载体

边界跨越载体包括数字农业、数字金融、数字

物流和数字电商 ４ 个前因条件，其利用数据要素

和数字技术构建跨边界发展网络，使数据要素成

为乡村产业间的信息桥梁，而数字技术对乡村的

赋能是多维的，且早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普惠

金融、乡村物流和乡村电商等领域。 数字技术不

仅能有效促进农业生产主体间的信息互通，实现

农业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还能改变传统农业经

营要素的集约程度与配置关系，助推乡村产业的

跨界融合，提升共同富裕水平［８］ 。 作为边界跨越

的承载主体，乡村产业需充分利用数字农业、数字

金融、数字物流和数字电商构建跨越边界的路径。
数字农业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系统将土地这

一传统要素重新解构，使得农业生产更具弹性和

创新性。 数字金融通过普惠性金融产品的设计与

推广，消除信息不对称，提供多样化的融资解决方

案，激活乡村经济内生动力。 数字物流通过构建

物流网络优化供应链，使产品流通更高效、成本更

低，为乡村特色产业开辟新市场。 数字电商打开

了乡村产品直接对接消费市场的窗户，缩短产业

链条，提升了地方品牌认知度和竞争力。
边界不仅是限制，也是机遇，跨越边界可以实

现资源重组和创新。 同时，乡村经济中的“边界

效应”不仅体现在地理和物理隔阂上，还涉及文

化和制度的障碍。 因此，推动乡村共同富裕需要

多元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使乡村数字经济真正

成为共同富裕的催化剂。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

框架为实现乡村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

裕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分析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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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文将重点探讨数字设施、数字资金、数字农

业、数字金融、数字物流和数字电商这 ６ 个前因条

件如何通过组合作用赋能共同富裕。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传统线性研究方法探究的是变量的净效应，
无法分析变量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而定性比较分

析（ＱＣＡ）方法旨在探究前因条件与结果之间必

要和充分两种复杂因果关系。 但 ＱＣＡ 方法只能

揭示前因条件于结果而言是否必要，并不能说明

前因条件处于何种程度才具有必要性。 因此，需
要结合必要性分析（ＮＣＡ）方法对单一前因条件

的必要性进行补充分析和交叉检验，以刻画前因

条件的必要程度，从而更好地解释分析结果。 此

外，考虑到本文变量多为连续变量，本文采用模糊

集定性比较分析（ｆｓＱＣＡ）进行分析。
（二）样本选取

本文拟选取浙江省 ９０ 个县（市、区）作为研

究样本。 原因如下：一是浙江省是中国数字经济

的高地，其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国平均

水准之上，符合案例选取的典型性原则。 二是浙

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
较好的发展均衡性，符合案例选取的同质性原则。
但不同县（市、区）之间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案例内部又不乏多样性。 三是所需的数据可得性

高，能确保研究的开展。 四是本文所选取的 ６ 个

前因条件在不同县（市、区）中的取值有一定的区

分度，并且与之契合。 在实际研究中，剔除非涉农

县（市、区）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涉及行政区划调整

的县（市、区），以及数据严重缺失地区，本文共选

取 ７７ 个县（市、区）纳入 ＱＣＡ 分析。 其中，具体涵

盖 ２８ 个市辖区、１７ 个县级市以及 ３２ 个县，县域

入选率为 ８５．６％。
（三）测量与校准

１．前因条件。 本文选取数字设施、数字资金、
数字农业、数字金融、数字物流和数字电商 ６ 个前

因条件。 各前因条件以 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进行测量，
具体测量方式参见表 １。 需要说明的是，针对不

同量纲的指标，本文参考徐旭初等（２０２４）的做法，
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二

级指标客观赋权，从而实现对前因条件的测量［９］。

　 表 １ 前因条件测量方式

条件
名称

二级指标
权重
（％）

测量方式
（单位） 参考文献

数字
基础
设施

互联网普及情况 ３４．４２ 网民数 ／地区常住人口数（％）
家庭宽带入户情况 ３３．１０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总家庭户数（％）
移动设备接入情况 ３２．４８ 每万人的移动设备接入数（部）

刘小凤和

王力（２０２４） ［１０］

资金
投入

乡村数字化的财政投入情况 ５０．００ 用于支持乡村数字化发展的财政人均投入
额（万元）

乡村数字化的社会资本投入情况 ５０．００ 用于支持乡村数字化发展的社会资本人
均投入额（万元）

李旭辉和

陈梦伟（２０２３） ［１１］

数字
农业

农业数字化水平 ５０．００ 数字技术在农业的应用率（％）
农产品溯源数字化水平 ５０．００ 农产品追溯数字化率（％）

李立清等

（２０２３） ［１２］

数字
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１００．００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费威和安芷萱

（２０２４） ［１３］

数字
物流

物流网点覆盖情况 １００．００ 每万人所拥有的物流网点数（个） 刘震等（２０２３） ［１４］

数字
电商

网商覆盖情况 ２７．１８ 每万人中的网商数（个）
淘宝村情况 ２７．５０ 淘宝村数量占行政村总数的比例（％）
农产品网络零售情况 ２０．２５ 农产品网络零售率（％）
电商服务站建设情况 ２５．０７ 建成的电商服务站数（个）

慕娟和马立平

（２０２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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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结果变量。 既往研究对共同富裕这一研究

主题已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但难免在城镇与

乡村之间各有侧重。 一些研究聚焦于城镇视角，
也有一些研究侧重于乡村，但却以省域数据进

行研究，数据颗粒度较大，不免出现价值局限的

情况。 因此，本文以县域数据进行研究，力求更

贴近乡村实际，更好地挖掘隐藏在复杂现象背

后的因果关系。 本文以共同富裕水平作为结果

变量，具体测量方式参见表 ２。 需要说明的是，本
文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后，采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

其进行客观赋权。 同时，考虑到前因条件组态的

联动匹配效应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

的滞后性，因此结果变量以 ２０２１ 年的数据进行

测量。

　 表 ２ 结果变量测量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测量方式（单位） 参考文献

富裕度

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６．８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乡村居民收入情况 ８．３７ 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城乡居民财产情况 １９．４６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万元）
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２．３５ 城乡居民人均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万元）

徐菁

（２０２２） ［１６］

共同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８．６４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化率 １１．００ 城镇人口 ／总人口（％）

韩亮亮等

（２０２３） ［１７］

共享度
社会服务情况 ７．３６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ＧＤＰ（％）
数字设施情况 ９．０５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总家庭户数（％）

王中伟等

（２０２３） ［１８］

发展度
可持续发展情况 １１．８１ 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收入（万元）
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１５．１６ 城乡居民人均 ＧＤＰ（万元）

李军鹏

（２０２１） ［１９］

　 　 ３．校准。 校准是指通过校准处理，使前因条

件和结果变量转化为［０，１］分数的过程。 由于缺

乏先验理论或经验指导校准锚点的选择，所以

本文使用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校准操作，以
保证校准的客观性。 参考杜运周等（２０２０）的研

究［２０］ ，选择将结果变量和前因条件的样本数据

在下四分位数（２５％）、中位数（５０％）、上四分位

数（７５％）分别设定为“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完
全隶属”。 校准分位数、变量描述性统计参见

表 ３。

　 表 ３ 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设施 ０．７２６ ０．８１６ ０．８９８ ０．２６９ １．０００ ０．７８５ ０．１５８
数字资金 １．９９４ ５．５０５ １５．２７２ ０．０１２ ７４．５５８ １１．８３５ １４．９６３
数字农业 ０．５６３ ０．６９４ ０．８４１ ０．２８７ ０．９９８ ０．６９０ ０．１８２
数字金融 １１９．０５４ １２１．５３２ １２４．２６１ １０８．１７５ １２９．４９３ １２１．２０３ ４．１８３
数字物流 １２．３５８ ２２．９６８ ４２．３９２ ５．９５８ ７０．８３６ ２８．１８７ １８．８９３
数字电商 ０．１０７ ０．２０４ ０．３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５１７ ０．２１７ ０．１２８
共同富裕水平 ０．３０９ ０．３８５ ０．４７５ ０．２５３ ０．７８６ ０．３９６ ０．１０６

　 　 （四）数据来源

本文结果变量数据来源于浙江省各地市 ２０２２
年统计年鉴、各县（市）２０２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前
因条件数据来源于浙江省委网信办、浙江省农业

农村厅与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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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乡村赋能共同富裕———浙江省数字乡村

发展报告（２０２１）》，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和蚂蚁科技集团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①，个别缺失数

据使用均值法补齐。

　 　 四、研究结果

（一）单一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１．ＱＣＡ 方法的必要性分析。 为识别结果发生

或不发生时必须具备的前因条件，即前因条件的

必要性，本文采用 ＱＣＡ 方法进行单一条件的必要

性分析。 ＱＣＡ 方法必要性分析的门槛阈值为

０．９［２１］ 。 表 ４ 报告了 ＱＣＡ 方法的必要性分析结

果，可知所有前因条件均不是结果的必要条件。

　 表 ４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高共同富裕水平 低共同富裕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数字设施 ０．７３９ ０．７１５ ０．３９２ ０．３８３
～数字设施 ０．３６２ ０．３７１ ０．７０８ ０．７３２
数字资金 ０．５５４ ０．５６７ ０．４８８ ０．５０４
～数字资金 ０．５１６ ０．４９９ ０．５８１ ０．５６８
数字农业 ０．５９９ ０．５９４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１
～数字农业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７ ０．５９４ ０．５９９
数字电商 ０．６６０ ０．６７４ ０．４３４ ０．４４７
～数字电商 ０．４５８ ０．４４５ ０．６８３ ０．６７０
数字物流 ０．６８８ ０．６９１ ０．３８９ ０．３９４
～数字物流 ０．３９７ ０．３９２ ０．６９５ ０．６９２
数字电商 ０．５１３ ０．５２１ ０．５６４ ０．５７８
～数字电商 ０．５８４ ０．５７０ ０．５３２ ０．５２４

　 　 注：“ ～ ”代表逻辑运算中的“非”。

　 　 ２．ＮＣＡ 方法的必要性分析。 为对分析结果进

行交叉检验，本文进一步采用 ＮＣＡ 方法对单个条

件展开必要性分析。 ＮＣＡ 通过判断前因条件的

必要性效应量及其显著性，以区分其是否为必要

条件［２０］ 。 当单个条件同时满足效应量（ｄ）大于

０．１ 和 Ｐ 值检验显示效应量显著时，该条件才能

被认为是结果的必要条件。 为方便对分析结果进

行比较测试，分别使用回归上限法和包络上限法

进行分析。 表 ５ 报告了 ＮＣＡ 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综合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来看，没有某一前因条

件能够单独作为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必要条件。
此外，本文还对前因条件的瓶颈水平进行了

分析。 瓶颈水平（％）指为实现结果最大观测范

围内的某一水平，单一前因条件在此观测范围内

需要满足的最低水平值（％）②。 结果显示，要达

到 １００％的共同富裕水平，需要 １３．４％水平的数字

设施、１％水平的数字金融和 ３％水平的数字物流，
剩余的前因条件均不存在瓶颈水平。

（二）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

１．真值表构建。 首先，在案例频数阈值方面。
由于本文的研究案例数量较少，属于小规模样本，
本着珍惜每一个研究案例的原则，同时保证最终

能有 ７５％以上的研究案例能够纳入 ｆｓＱＣＡ 分

析［２２］ ，故将“１”作为案例频数阈值。 其次，在原

始一致性阈值方面。 原始一致性阈值的选择并非

机械性的，需要综合研究目的、数据质量和案例数

量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量。 有学者认为，当样本规

模较小时，应选择高一致性阈值；反之，则选择低一

致性阈值［２３］２３－３８，故将“０．８５”作为原始一致性阈

值。 最后，在 ＰＲＩ 一致性阈值方面。 为排除某一组

态在结果和结果否定中的同时子集关系，还应结合

ＰＲＩ 一致性进一步分析，参考 Ｇｒｅｃｋｈａｍ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２４］，将“０．７５”作为 ＰＲＩ 一致性阈值。

２．组态分析。 因乡村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之

间并没有先验理论或达成一致结论，因此本文在

求中间解时，认为单个前因条件出现与否均可能

贡献高共同富裕水平，并利用其与简单解之间的

嵌套关系对比，区分了每类组态的核心与边缘条

件。 前述分析表明产生高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

径与产生非高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截然不

同，并不具备对称性，且总体组一致性为 ０．９３３，高
于 ０．７５ 的最低接受度［２５］２４０。 根据组合对称性检

验［２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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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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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２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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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ＮＣＡ 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方法 精确度 上线区域 范围 效应量（ｄ） Ｐ 值

数字设施
ＣＲ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
ＣＥ １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２

数字资金
ＣＲ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ＣＥ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数字农业
ＣＲ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ＣＥ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数字金融
ＣＲ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
ＣＥ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

数字物流
ＣＲ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５
ＣＥ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１

数字电商
ＣＲ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ＣＥ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 ６ 　 产生高 ／非高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
高共同富裕水平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Ｈ５

数字设施 ● ● ● ● ●
数字资金 ● ⊗ ●
数字农业 ⊗ ● •
数字金融 ● ⊗ ● ●
数字物流 ● ● • ●
数字电商 ● ⊗ ⊗ ⊗ ●
一致性 ０．９７３ ０．９５３ ０．９３６ ０．９２８ ０．９１５

原始覆盖度 ０．２２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３ ０．２４３
唯一覆盖度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１
总体一致性 ０．９３３
总体覆盖度 ０．５７０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
边缘条件缺失，空白则表示条件可有可无。

　 　 根据表 ６ 可知，产生高共同富裕水平共 ５ 类。
其中，单一组态路径一致性分别为 ０．９７３、０．９５３、
０．９３６、０．９２８ 和 ０．９１５，均大于 ０．８，说明当前的 ５
类组态路径都是推进高共同富裕水平的重要路

径。 同时，总体一致性为 ０．９３３ 高于 ０．７５，说明有

接近 ９３．３％的研究案例均产生了较高的共同富裕

贡献率；总体覆盖度为 ０．５７０，说明可以解释超过

５０％的高共同富裕贡献率的研究案例，即上述 ５
类组态路径能够覆盖一半以上的研究案例，具有

一定的解释力。
组态 Ｈ１ 中，数字设施、数字资金、数字金融

和数字电商为核心条件存在的组态可以实现高共

同富裕水平。 该组态的原始覆盖度为 ０．２２９，这表

明该组态能够解释约 ２３％的高共同富裕水平案

例；唯一覆盖度为 ０．０７９，这意味着约 ８％的高共

同富裕水平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组态

Ｈ２ 中数字设施和数字物流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

农业和数字电商为核心条件缺失，数字金融为边

缘条件缺失的组态可以实现高共同富裕水平。 该

组态的原始覆盖度为 ０．１１６，这表明该组态能够解

释约 １２％的高共同富裕水平案例；唯一覆盖度为

０．０３９，这意味着约 ４％的高共同富裕水平案例仅

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组态 Ｈ３ 中，数字设施、数
字金融和数字物流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电商为

核心条件缺失，数字资金为边缘条件缺失的组态

可以实现高共同富裕水平。 该组态的原始覆盖度

为 ０．１９３，这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约 １９％的高共

同富裕水平案例；唯一覆盖度为 ０．１０１，这意味着

约 １０％的高共同富裕水平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

所解释。 组态 Ｈ４ 中，数字设施、数字农业和数字

金融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电商为核心条件缺失，
数字物流为边缘条件存在的组态可以实现高共同

富裕水平。 该组态的原始覆盖度为 ０．１９３，这表明

该组态能够解释约 １９％的高共同富裕水平案例；
唯一覆盖度为０．０４９，这意味着约 ５％的高共同富裕

水平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组态 Ｈ５ 中，数
字设施、数字资金、数字物流和数字电商为核心条

件存在，数字农业为边缘条件存在的组态可以实现

高共同富裕水平。 该组态的原始覆盖度为 ０．２４３，
这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约 ２４％的高共同富裕水平

·６０１·



案例；唯一覆盖度为 ０．０９１，这意味着约 ９％的高共

同富裕水平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首先，虽然每类组态

的要素组成不尽相同，但 ５ 类组态最终都产生了

高共同富裕水平，说明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路径

具备“殊途同归”的特性。 其次，数字设施和数字

电商在每类组态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同时数字设

施在 ５ 类组态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且往往与

数字金融或数字物流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出现。 从

广义来讲，数字金融和数字物流不仅是一类乡村

产业，其还相应具备与数字设施相似的普惠性以

及广泛的覆盖度，故可以认为三者共同构成了乡

村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坚实数字基础，这也

与 ＮＣＡ 瓶颈水平分析的结果不谋而合，即要达到

１００％的共同富裕水平，只有数字设施、数字金融

和数字物流存在瓶颈水平，其他前因条件均不存

在瓶颈水平。 再次，数字资金常伴随数字电商一

同出现，说明在现实中数字资金更倾向于扶植高

收益率的数字电商发展，进而带动农户增收，推进

共同富裕。 最后，数字农业只在一个组态为核心

条件存在，说明可能受限于金融环境、流通水平和

产品化能力等方面的不足，致使现阶段的数字农

业在很大程度上示范性较强，而推广性较弱，致使

其赋能共同富裕的可能较小。
（三）进一步讨论

本文结合各组态典型案例的多重定性资料

（官方文件、媒体报道等）对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

同富裕的机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本文认

为，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是乡村数字经济最核心

的组成部分，且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早已根植于

乡村经济建设厚土中。 凭借数据要素的可分享

性、易传播性和数字技术乘数效应、倍增效益，乡
村数字经济形成了庞杂交错的技术应用群，并开

始改变事物之间的连接结构，实现了数据要素与

传统生产要素间的跨物理边界融合、数字技术应

用场景间的跨场景边界融合和乡村产业间的跨产

业边界融合，以数实融合实现农民增收，为提升共

同富裕水平做出了有益贡献。
１．跨物理边界：数据要素的融合。 数据要素

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流的新载体，已深度渗透至

生产各领域。 而广泛普及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数据

要素的产生、储存、共享提供了有力保障，使得数

据要素以其可分享性和多元化功能为基础，突破

物理边界，与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生

产的数字化和高效化，带动农业相关产业发展，改
善农业生产落后状况，帮助农民增加经营性收入，
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一是数据要素的融合能够改

变以往根据农业生产者自身的劳作经验选择种

子、化肥、农药和饲料等生产要素的局面，通过及

时调整生产计划实现科学生产。 二是数据要素的

融合能够为农业降本增效。 根据速水佑次郎和弗

农· 拉 坦 （ ２０００ ） 的 诱 致 性 变 迁 理 论 可

知［２７］１０１－１１３，农业生产要素之间存在弹性替代关

系。 随着数字化改造等实体化技术水平逐渐提

高，大量农作物生长数据、土壤墒情数据、气象数

据、病虫害数据等生产过程数据融入农业生产过

程中，使数字技术的应用成本逐渐下降，以高效

化、规模化的实体化技术替代土地要素、劳动力要

素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最终实现农业的降本增

效。 三是数字金融和数字物流等服务数据的嵌

入，缓解了农产品上行难和农业投融资难的双重

困境。 例如，组态 Ｈ４ 的典型案例平湖市充分发

挥数据要素价值，使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深

度融合，指导农业科学生产。 平湖市以人工智能

科技为手段，利用智能物联网技术、智能传感器技

术等，致力于打造“农业硅谷”，目前已实现：手机

遥控温室环境，施肥机自动调节水肥比；从播种、
育苗到生长，全程可视化监控与数据化管理①。
此外，平湖市为健全乡村金融环境，促进金融数据

服务要素助农增收，上线了规模种粮补贴等 ６ 种

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已发放补贴资金 ２ 亿元②。
２．跨场景边界：数字技术的融合。 ５Ｇ、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

发展，激发了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数字技术赋能

乡村经济建设的场景是多维的，各类数字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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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突破彼此边界实现深度融合，使得数字技

术的应用效果累加，共同赋能农民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增加，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一是以农

产品数字化营销，助力农产品上行。 在数字技术

的加持下，数字电商不断创新营销手段（直播带

货等）、丰富营销场景（“云菜场”等），提升农产品

数字化营销水平，助力农产品上行，带动农民增

收。 例如，组态 Ｈ２ 的典型案例海宁市通过实施

电商进农村花卉新零售项目，２０２１ 年度带动盐官

镇桃园村的塔莎园艺实现线上销售额超 ７０００ 万

元①。 除了立足花卉等特色产业，海宁市还以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为契机，加强农产品

电商品牌培育，不断加快农村电商推进工作，并以

“海宁农珍”区域公用品牌为轴，赋能精品农产品

线上推广销售，通过电商新模式为农产品上行打

开新通道②。 二是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数字物流和数字电商逐渐

发展壮大，为乡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近就业的

工作岗位。 乡村劳动力既可以从事长期稳定性的

就业类型，也可以从事短期季节性的就业类型，增
加了农民收入。 譬如，组态 Ｈ１ 的典型案例德清

县大力开展“共富工坊”建设，推动农民增收、企
业增效、集体增富。 “共富工坊”由村（社区）与当

地企业等结对共建，利用农村党群服务阵地、闲置

房屋等为生产场所，引导企业将生产加工环节布

局到农村，从而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德清

县电商协会、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等部门积极通

过户企协同、村企结对、企企联动等形式，探索

“企业＋共富工坊＋农民”联建模式，以农村电商、
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带动周边 １０００ 余农民增收

５００ 余万元③。
３．跨产业边界：数字经济的融合。 乡村数字

经济与乡村实体经济融合，利用数字基础弥合了

乡村产业间的数字鸿沟，令乡村产业突破彼此边

界，实现了产业间的有机整合和协同发展，并形成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从而提升产业间的关联

程度和水平，促进产业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最终实现产业链延伸和农民收入稳步增收的乡

村数实融合新发展模式，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一

是数字电商在政府的引导下，发展环境得到持续

优化，各类电商会展和电商人才培训活动层出

不穷，为数字电商发展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带动

了数字电商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二是数字电商

发展政策持续深化，制定电商专业村评定细则，并
给予相关政策倾斜，助力农民增收。 三是依托数

字物流和数字金融，帮助乡村制造打开销路、提高

销量，提高农民收入。 譬如，以组态 Ｈ５ 的典型案

例义乌市为例。 义乌市曾举办中国国际电子商务

博览会和世界电商大会等展会，吸引了数十个国

家的上万人次参观，达成合作意向上万个。 同时，
义乌市充分激发电子商务保进会、跨培电商协会、
诚商会、海贤汇等 ２０ 余个商圈活力，举办跨境电

商、微商、农村电商等方面的培训、分享活动 ２００
余场。 义乌市不仅拥有全国最多的淘宝村和园

区，还制定了电商专业村星级评定实施细则，开展

星级评定，给予政策扶植④。 此外，打造了 “义

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项目，推动物流业、制
造业深度融合，全面助力 “义乌智造” 走出去。
“义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开通，其依托数字数字技术，建设统一的物

流作业和服务平台， ２０２２ 年累计吞吐集装箱

１３６９００ 标箱。 义乌市还充分利用金融手段，从订

舱海运板块延伸至仓储等环节，并持续推进与商

业银行合作，丰富本地航运多元化服务建设。
“义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帮助义乌的小商

品销往世界⑤。
无疑，乡村数字经济为提高共同富裕水平提

供了现实可能。 乡村数字经济以数据设施为支

撑，通过融合数据要素，使数据要素低成本地在虚

拟空间快速流动，突破了物理边界，改善了农业生

产现状，赋能农民增收，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乡村

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通过融合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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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数字技术赋能的维度，突破了场景边界，赋能

农民增收，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乡村数字经济以

数字基础为支撑，通过融合乡村产业，提升产业间

的关联程度和水平，突破了产业边界，赋能农民增

收，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根据现有研究［２２］，本文采用降低 ＰＲＩ 频数阈

值和删除随机样本两种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

性检验。 首先，将 ＰＲＩ 频数阈值由“０．７５”降低至

“０．７”，所得新组态与原组态保持一致。 其次，本文

随机删除了 ８ 个案例，所得新组态与原组态基本一

致。 因此，可认为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一）结论

乡村数字经济在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本文深入探究了不同县域乡村数字经

济因素的联动匹配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所有前因条件均不是产生高共同

富裕水平的必要条件，但数字设施在每类组态中

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且往往与数字金融或数字

物流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出现。 第二，发现 ５ 类产

生高共同富裕水平的组态，且各组态要素组成不

尽相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路径具备“殊
途同归”的特性，提示政策制定需充分尊重县域

资源禀赋差异，实施差异化县域发展策略，避免

“一刀切”。 第三，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是乡村数

字经济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本文结合典型案例的

多重定性材料进行讨论，提炼出乡村数字经济赋

能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发现乡村数字经济主要

通过跨物理边界、跨场景边界和跨产业边界，实现

农民增收，以数实融合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本文

深入剖析了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机

制和实现路径，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依据。
（二）政策启示

第一，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普惠性与均

衡性。 首先，完善农村基层硬件布局，重点加强偏

远地区互联网基站建设，提高家庭宽带和移动设

备的接入率，确保“村村通网”，缩小城乡数字鸿

沟；其次，优化数据要素流通机制，着力构建县域

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农业生产、物流、金融等领域

的多源数据融合，降低数据获取与应用成本；最
后，强化设施的维护与升级，建立动态监测机制，
定期评估设施使用效率，优先支持落后地区进行

数字化改造升级。
第二，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引导资本精

准配置。 首先，加大财政倾斜力度，设立乡村数字

化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数字农业技术研发、冷链物

流体系建设和电商品牌培育等；其次，激发社会资

本活力，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激励，鼓
励企业投资乡村数字产业，形成“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最后，探索数字金融创

新，推广普惠金融产品，并依托区块链技术完善农

村征信体系，缓解农业主体融资难题。
第三，突破数字农业推广瓶颈，提升产业链韧

性。 首先，推广精准农业生产技术，建立县域级

“智慧农田”示范点，推动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
土壤墒情监测等应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其次，强化小农户技术适配性，针对

分散经营现状，开发手机 ＡＰＰ 等轻量化数字工

具，通过合作社或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广，降低技术

使用门槛；最后，完善农业数字化服务生态，鼓励

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攻关，定向研发适合丘陵、山
地等复杂地形的智能农机装备，并通过租赁共享

模式降低农户使用成本。
第四，推动跨边界协同，构建“数实融合”产

业生态。 首先，深化产业链整合，支持县域打造

“数字农业＋电商＋物流”一体化平台，通过数据共

享实现产销精准对接；其次，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

景，鼓励直播电商、智慧物流等新业态下沉乡村，
扶持建设区域性农产品电商孵化中心；最后，培育

跨界主体，引导县域政府、企业、村集体等共同参

与数字乡村规划与资源整合。
第五，实施差异化县域发展策略，避免“一刀

切”。 首先，分类制定发展目标，对数字基础较好

的县域，重点支持农村电商和数字物流；对农业主

导型县域，优先推动数字农业与溯源技术应用。
其次，分类供给精准服务，针对物流成本高的山区

县，试点无人机配送补贴；针对劳动力外流县，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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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开发“远程数字就业平台”，链接县域企业与外

出务工群体。 最后，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监测

各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指标，通过

“一县一策”动态调整支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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